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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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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轻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48) 

【摘 要】：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在逐渐改善我国农村地区的融资困境。通过采用 2011 年至 2018 年的中国省

级面板数据来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于农业产出的影响效应，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整体上显著提升了

农业产出水平;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对我国农业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效应比数字化程度要大。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因此，

有必要继续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要拓宽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提升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还应提升金融数字

化程度，从而更为精准有效地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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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就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随着互联网、移

动终端等的蓬勃发展，在我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数字金融也成为了传统农村金融的重要补充，在农村地区有着巨大发展潜力。

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显示:截止到2020年3月，我国农村网民的规模是2.55亿人，在整体网民中占比28.2%，

相比 2018年末，增加 3308 万;截止到 2020 年 3月，我国手机支付用户的规模是 7.65亿，比 2018 年底增长了 1.82 亿，占手机

网络用户的 85.3%，总的网络支付用户是 7.68 亿户，比 2018 年增长了 1.68 亿，占总体网络用户的 85.0%。同时，网络覆盖工

程继续深化拓展，我国农村地区在“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和“村村通”两大工程实施的情形下，也在紧跟互联网发展步伐，共

享信息社会的红利，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使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在不断缩小。数字金融产业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互

联网等与金融产业的融合在日益蓬勃发展。数字金融创新除了包含传统金融的数字化创新之外，还涵盖新兴互联网金融的金融

创新，数字金融具有很多优势，如方便便捷、信息共享、门槛低、成本较低等，这使得数字金融成为普惠金融的一种最佳实现

方式[2]。 

金融与经济产出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如何在数字金融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引导金融资金服务经济，实现资本

的有效利用，成为重要议题。传统的农村金融存在着诸多问题，难以提供与农业生产相匹配的金融业务，数字金融利用移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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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云技术、大数据等方法，可以有效降低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门槛成本，通过便捷支付和平滑消费等提供融资，使金融弱

势群体也可以负担起相应的金融服务，让农村地区摆脱金融体系高垄断的融资约束[3,4]。目前数字金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

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问题
[5]
，数字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6]
、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7]
、对工业经济的影响

[8]
以及数

字金融的减贫效应[9]等方面。其中，唐松等[5]利用 2011-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结构性”驱动的效果，数字金融能有效校正传统金融中“领域错配”、“属性错配”

和“阶段错配”的问题，能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李牧辰等[6]基于金融功能观和金融排斥理论，研究了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研究的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数字金融发展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数字金融

发展可以通过数字支付“以点带面”拓宽覆盖广度，也可以通过广泛应用“以面带点”规范和创新各类业务，优化监管环境。

周雨晴和何广文[7]运用跨期投资决策模型证明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概率和配置风险资产比例具有促进作用，

并且农户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数字金融的影响越强烈。汪亚楠等
[8]
运用我国 2011-2017 年 280 个地级市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

金融发展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提振实体经济，而且创新研发是重要的中间传导机制。刘锦怡和刘纯

阳[9]采用 2011-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减贫的效果，发现数字金融有助于促进互联网保险和信贷的发展，可以通

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升融资可得性来减缓贫困，增加就业机会是通过增加经济机会，从间接上减缓贫困;同时，提升金融可得性

的效果要强于增加经济机会的效果。可以看到，大多数现有文献都论述到了数字金融的各项优势，数字金融的发展是大势所趋。

但是，目前关注数字金融与农业经济方面的文献很少，关于数字金融发展与农业产出方面的研究更为鲜有。 

同时，一些数字技术的运用，更大程度地降低了服务门槛以及交易的成本，不断拓展金融服务能抵达的范围，让更多的人

也能得到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所以，理论上讲，数字金融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相比传统金融对农业产出的影响要更为明显。

但是目前鲜有研究分析讨论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在梳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影响机理的基础

上，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金融指数和我国 2011-201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

农业产出的影响效应。实证分析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检验数字金融与农业产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业

产出影响的结构效应，以深化对问题的理解，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证据。本研究分析的数字金融与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关系的结论也将有助于相关政策制定者进行参考，提升决策的精准性。 

二、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机理 

已有学者们的研究在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效应时，大部分均是直接根据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产出

机理所受的关注比较少。因此，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剖析数字金融发展对于农业产出影响的机理。 

(一)降低了金融服务使用成本，缓解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互联网使数字金融服务通过移动终端就可以办理，农户不再需要到物理网点去了解掌握金融产品的作用、功能和使用条件，

而且整个交易流程可以标准化，更简化、便捷，能够降低农户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等使用成本，增强其使用相关金融服务的

意愿，这将有助于缓解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不足问题和金融排斥问题。同时，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剧烈，都在不断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也刺激了互联网支付、互联网信贷、投资理财、互联网保险等创新方式和产品的快速发展，成为了传

统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补充，满足了农户对不同作用、不同功能、抵押担保条件不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需求。农村地区不

同群体和处在不同生产阶段的资金需求方，对金融的需求程度并不一样，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区块链等信息技

术，能够打破物理上的界限，创新出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缓解了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

以负担成本的金融服务。即便是对于不符合传统金融中抵押担保条件的农户，也同样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渠道来解决融资困难问

题和风险规避问题。 

(二)降低了金融服务供给成本，提升了金融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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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金融中金融网点的铺设也需要比较高的成本，这使金融服务很难触及到很多农村区域，特别是偏远地区。低成本和高

收益是金融机构所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金融的核心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换，但是传统金融业务中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排

斥。信贷发放机构为了降低成本，在传统金融的进程中，通常会倾向于将大额业务发放到可以摊薄每单位金融服务成本的大型

企业，对于分散的小额金融服务，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收集相关信用信息比较困难，这使得提供传统金融的机构都不愿意在

农村区域提供服务。互联网的“泛在性”(Ubiquitous)特征[9]使数字金融的网络也具备零边际成本效应，这也使金融服务门槛得

到极大降低。例如，一些资金支付、远程开户等业务都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进行，这是基于数字金融中移动终端、身份验证与人

脸识别等技术的使用与渗透，能大大降低建设金融基础设施等的成本。数字金融的兴起，移动终端的运用，基于大数据风控技

术，可以获得、分析相应的征信数据，有效缓解农村金融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10]。这些数字技术的

运用使服务成本大大下降，让金融服务的范围极大拓宽，使我国一些不发达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也能突破地理可及性的障碍，

提升了偏远地区的支付可得性，也缓解了金融地理排斥
[11]
，缓解了农业方面资金的约束。 

(三)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保障 

数字金融服务的拓展为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得到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进而为农村地区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扩展了农户增收的渠道，让农户更加有条件加强营养、购买保险、不断提升技能、扩大农业生产性

活动[12]。数字金融的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生活生产等资金的约束，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和

专业化的提升，为农业技术稳定的供给、土地和劳动力市场运转良好都提供了必要保障，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资金支持，直接解

决了发展问题。数字金融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特色产品开发、农村小微企业、农村地区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发展过程

中，必然推动农业产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数字金融融合了传统金融和新兴金融，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数字

金融也在不断推进，例如“互联网金融+农业价值链”模式将数字技术和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对接，为“三农”提供了一种风险可

控的融资服务
[13]

;金融机构和农村地区政府共同构建了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综合金融业务终端在农村地区

不断发展，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长尾”效应正在呈现[14]，这些都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助推了农业产出水平的

提升。 

三、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中国 2011-2018 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因西藏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数据缺失严重，所以西藏未纳入

实证分析，整个截面个体时间跨越了 8年，30个省市自治区，共计 240个样本数据。其中，数字金融相关数据(包括综合指数，

以及 3 个子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金融数字化程度)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5];农业产出相关数据(如农林

牧渔总产值、农村用电量)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数据来自于各省统计年

鉴、少部分来自于劳动统计年鉴，经过搜集整理。此外，本文中涉及货币计价的变量以 2010 年为基期(2010 价格=100)，利用

GDP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因素影响。 

(二)模型构建 

为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效应，本文选取农业产出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金融相应发展水平作为解释

变量，以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农作物播种面积等作为控制变量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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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outpit表示 i地区在 t年的农业产出水平;digfiit为 i地区在 t年的数字金融指数，细分为三种类型:数字金融的覆盖

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X为控制变量的集合，λ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η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根据数

字金融发展对农业产出影响机制分析的部分，可以预期到β取值应为正。 

(三)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农业产出水平体现为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增值，模型设定中用每年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除以农业从业人数，

即人均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outp)表示。该指标可以较好反映一个自然年度内农业产出水平的高低。 

(2)解释变量。数字金融(digfi):本文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具体地，选取了综合指数(digfi＿aggr)

反映数字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数字金融指数又可划分为三个子指标[15]:(1)数字金融覆盖广度(digfi＿bre)，指第三方支付账

户绑定银行卡的用户比例及账户覆盖率。数字金融是基于互联网的模式之下的，互联网并不受地域上的限制，电子账户的数量

反映了用户得到数字金融服务的程度。此外，根据我国监管方面的规定，只有绑定了银行卡的第三方账户才是真正实现了对用

户的覆盖，否则，未绑定的话，只是具有小额转账功能，相应的价值就受到了限制。(2)数字金融使用深度(digfi＿dep)指数字

金融服务实际上的使用情况。金融服务的类型包括信贷、支付、货币基金、保险等服务。数字金融的使用情况涵盖实际使用数

量(每万用户中使用相应服务的人数)和活跃程度(人均交易的数量和金额)。(3)金融数字化程度(digfi＿lev)侧重于反映一个地

区数字金融的便利性与效率。用户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主要原因包括低成本、便利性、信用化等，也体现了数字金融的低门槛

低成本优势。数字金融服务成本越低(例如消费贷和小微企业贷利率较低)、越便利(例如移动支付数量占总支付数量比例高)、

信用化程度高(如免押金支付数量占总的比例高)，就更能体现数字金融的价值。 

(3)控制变量。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seedarea)，该变量数值越大，人均农作物对应的产量就越大，相应地，农业产出水平

就越高，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农业产出二者间应是正相关关系。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本研究中用农村用电量(eleconsp)

来表示，用电量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机械设备动力的增加以及相应技术水平的进步。需要说明的是，因为难以获得

数据，所以本研究未对生活用电和农业生产用电加以区分，这也是研究的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总体来说，这对研

究的整体结果影响不大，只是在边际影响系数大小上稍有所不同。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其中，人均产出的单位是:百亿元/万人;人均播种面积的单位是:千公顷/万人;用电量的

单位是亿千瓦小时。为避免变量间单位差距过大导致的估计偏差，对这几个指标均取对数。 

表 1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digfi_aggr 240 188.1858 84.9797 18.3300 204.1355 377.7338 

digfi_bre 240 167.9342 82.7221 1.9600 175.5300 353.8671 

digfi_dep 240 183.5262 84.8825 6.7600 178.1750 400.3972 

digfi_lev 240 263.5289 116.6511 7.5800 294.3326 453.6600 

outp 240 0.0361 0.0149 0.0093 0.0333 0.0837 

seedarea 240 6.4464 3.4369 2.2861 5.5982 20.9703 

eleconsp 240 288.4192 416.5735 4.0700 104.7600 1933.1400 

 

表 2 报告了数字金融发展分年份的趋势变化。可以看出，随着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金融的

发展水平(包括三个子指标的平均值)基本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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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数字金融发展分年份的均值变化 

年份 digfi_aggr digfi_bre digfi_dep digfi_lev 

2011 40.797 35.3083 47.4917 46.7523 

2012 100.724 82.0113 118.0177 131.089 

2013 156.691 122.1803 174.6983 237.9197 

2014 180.9433 171.337 155.5767 258.7597 

2015 221.1293 192.8193 174.1937 399.896 

2016 231.2703 209.8142 215.6997 330.4264 

2017 272.8607 247.0097 294.3575 319.1737 

2018 301.0706 282.9934 288.1745 384.2141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模型估计 

本文在模型估计中均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前述数字金融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效应可以通过进行体现。其中，第 1列和第 5

列反映了数字金融对农业产出影响的整体效应，第 2-4 列，第 6-8 列用于验证其结构化的差异。显示了混合 OLS 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第 1 列中，数字金融发展整体上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了农业产出，符合预期。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回归(FE)，

第 1 列中，同样显示数字金融整体上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产出，有力论证了数字金融对于农业产出的正向促进作

用。 

混合回归中，数字金融整体效应的系数为 0.0017，比采用固定效应回归的系数 0.0012要略大，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

深度的系数均为 0.0019，也比固定效应中的 0.0013 和 0.0011 要稍微高一些。因为混合回归的基本假设是不存在个体效应，所

以估计结果并不精确[16]，比照后面面板工具变量法(IV)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基本

一致，相比混合回归来说，更为准确一些。同时，参考学者们的研究:张成思和刘贯春[17]采用GMM 估计的结果显示，各国金融深

化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系数为 0.003;张勋[18]等采用双重固定效应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和包容性增长的关系，相应的影响系数

为 0.0073。因此可以看到，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农业产出具有一定的影响效应，为发展我国农村经济提供了新思路。 

回归结果中控制变量与农业产出间的关系基本上也达到了理论预期: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农作物播种面积对农业产出均

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因此，应继续优化改进农业生产设备、推广农业现代化技术、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有效利用闲置土地等，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结构效应 

根据数字金融指标的评价体系[15]，数字金融包括三个子指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金融数字化程度，

这些成为了数字金融结构效应分析的依据。第 2-4 列和第 6-8 列显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所有 8 列中数字金融的拟

合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具体地，不同的数字金融结构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不管是覆盖广度、使用深

度，还是数字化程度，对我国农业产出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于影响效应，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比数字化程度要强。覆盖广度的拓宽，具体体现在支付宝等互联网账号的增加、第三

方账户绑定银行卡数量的增加，数字金融这种新的模式给更多用户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打破了既有的限制，有利于农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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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方面，提供的融资、保险等业务，能缓解在银行办理业务的约束，提供融资可得性，还可以增强应对市

场风险的能力，为农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保障。而数字化程度方面，可能因为目前我国正在向着数字化金融发展，这是一个逐

渐的过程，相应的硬件设备等还远没有普及，限制了数字化程度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了我国的金

融数字化程度提升还有空间，具有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较大潜力。 

(三)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 

显示了采用不同计量方法的估计结果。第 1-4 列是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第 5-8 列是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法的

估计结果。数字金融的发展会影响农业产出，而农业产出反过来也可能影响到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考虑到这种双向因果关系，

本文采用数字金融以及相应子指标的一阶滞后作为工具变量，以控制由逆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16]
,Sargan-Hansen 统计量显

示为恰好识别。对比不同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数字金融综合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

程度的估计结果都保持了一致，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了农业产出，在影响程度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

的影响效应比数字化程度要大，与前述研究结论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机制，随后，基于 2011-201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

明: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整体上显著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原因在于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发展推进了数字金融的快

速发展，提升了农村地区的金融可得性，缓解了金融地理排斥;同时，一些数字金融模式的成功运用，解决了传统农村金融中交

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对我国农业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效应比数字化程度要大。 

鉴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现状和数字金融发展的特征，通过前述分析结论能够得到几点启示:一是继续推进数字金融的发

展。鼓励金融科技创新，促进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的深度合作，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共同提升数字化技术水平，加强

涉农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提供更好的硬件软件条件，推进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创新，持续创新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

发展模式，从多方面优化数字金融的发展。二是从 3 个子指标，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上持续推进数字金融的

发展。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城市地区互联网的覆盖面更广一些，移动技术使用率也相对高一些，农村地区互联网的覆盖面

较低，网络速度、移动设备都较为落后，在农村地区的网络衔接也没有那么畅通，这些都阻碍了农户接触到金融服务，这需要

完善农村地区的硬件配套设施，提高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服务覆盖率。在提升覆盖率的基础上，需要深度挖掘数字金融的渗透功

能，创新出更多成本低廉、效率较高、可控风险的金融产品，提供更为贴切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同时，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

时，既要拓宽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提升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也要着手提升金融数字化程度，从而更为精准有效地支持农业

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相对城市来说，更需要获取资金的渠道以及保障基础生产生活的低风险产品，数字金融产品应尽可能控

制风险，涉农数字金融服务也应尽量降低使用门槛，简化业务流程，使其更易于为弱势群体使用。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

我们应重视数字金融的发展，强化数字金融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需要重视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新技术，也应

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领域人才的培养，为技术突破提供人才资源，注重农业生产中涉农金融数据的共享

与积累，增加数字支付结算等功能，不断提升涉农数字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让数字金融更好地发挥优势，不断推进农业经

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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